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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溢扬子江诗溢扬子江 情满小康路情满小康路
————第三届扬子江诗会系列活动综述第三届扬子江诗会系列活动综述

一年一度的扬子江诗会是江苏省作协倾力打造的扬子江
系列文学品牌活动之一，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举办了大
家讲坛、新世纪20年中国诗歌创作研讨会、“情满小康路”诗
歌朗诵会等三场活动。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站在这样一个历
史交汇点上，本届扬子江诗会通过回顾反思新世纪以来的中
国新诗发展道路，探讨诗歌应如何面向传统、时代和生活，体
现真正的诗歌精神和时代精神。从这些层面上看，第三届扬子
江诗会具有“总结性、反思性、时代性”的鲜明特征。

回顾与反思：新世纪诗歌的经典化可能
10月11日，第三届扬子江诗会的首场活动——大家讲坛

在南京举行。本次论坛探讨新世纪诗歌发生了哪些变化，这20
年又是否留下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真正意义上的
诗歌是个体写作，即诗人的写作一定融入了个体的生命经验，
但诗人还是要追求一种人类的普遍价值，只有写出普遍性，才
能找到更广泛的共鸣。

“新世纪诗歌”能否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是否能够算作一
个独立的诗歌史分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认可这一划
分，他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文化发生了明显转型：从制
度文化角度来看，主流文学体制仍有影响，但文学亚体制不断
成型并产生活力；诗歌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运动文化转为
活动文化；印刷文化之外，网络诗歌愈益繁荣；网络文化环境
下成长的“Z世代”，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之一。

由此也可隐约看出，新世纪的诗歌面貌实际上更趋个体
化、分散化了。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兴
起的“个体化写作”是对此前集合性写作的反拨；从更大的背
景来看，这又与经济文化多元纷呈的时代语境以及启蒙意识、
群体意识的淡化等密切相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
上世纪90年代留下来的经典文本相对较多，而新世纪以来的

诗歌虽然也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文本，但要说完成性高的、无可
挑剔的文本就少了一些。这与新世纪以来诗歌产量的急剧增
长形成了对比。据《诗刊》副主编霍俊明介绍，目前诗歌网站注
册人数达1000万，诗歌刊物达1100多种，在这种情况下，有
必要重新反思“个体化写作”的困境。

怎样才能实现对个体经验的上升和超越？河南大学教授
耿占春分析了穆旦和海子两个诗人的例子：穆旦的特点在于
他把时代经验、外部经验化为了他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并
通过诗歌加以展现和描述。海子的创作依靠的是想象力的迸
发和狂喜的瞬间涌现，他具有对不朽和美的深刻知觉。中央民
族大学教授敬文东就此提出另一种思路，他认为，与新闻相
比，文学必须面对和关注日常生活的神秘性，将这种天意和神
秘揭示出来，才有可能诞生有分量的作家和作品。

反思新世纪诗歌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问题的提出只
是印证了诗歌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非简单的“天梯”式轨

迹可以概括，只有同时看到新诗发展进步的一面和回环的一
面，才能有更清晰的认知和思考。

激活与嬗变：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投影
10月12日，新世纪20年中国诗歌创作研讨会在徐州召

开。本场研讨以当下眼光审视新世纪诗歌创作，以期为今后的
创作与研究提供启示。

新世纪20年来，中国诗歌的现场复杂多元。传统与现代
在这里交汇，新媒体、新技术深刻影响着诗歌生态。在这一背
景下，“诗歌传统”“新媒体”与“现代性”自然成为了本场研讨
的三个关键词。《诗选刊》主编刘向东表示，新诗旧诗之间的墙
在新世纪的创作中被打破了，新诗与旧诗本质上是有内在联
系的。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罗麒认为，新诗并没有与传统古诗
做真正的割裂，在诗歌精神层面，是有比较确凿的继承关系
的。但诗歌处理的毕竟是当下经验，《十月》编辑部主任谷禾认

为写作者要具有创新意识。扬州大学教授叶橹则提出，或许根
本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抒情方式。大量的古代经典诗歌是应答
互赠式的、生活化的，具有具体化的生活情感，这为抒发当下
生活和情感提供了参照。《诗歌月刊》主编李云认为，现代性
对美学思想、对文学的创作研究在任何时期都很重要。湖北
省作协副主席张执浩认为，诗歌的精神走向是有高低的，他
更倾向于对生命进行书写，“以前我喜欢写日常生活，现在我
觉得写日常生活可能还不够，文学提出了更高的命题——生
命的意义。”

展望与祝福：以诗的语言抵达时代的精神深处

11月8日，“情满小康路”诗歌朗诵会在徐州丰县上演。江
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和部分机关干部、江苏省委驻丰县
帮扶工作队队员、当地文学爱好者和师生代表等300余人观
看了诗歌朗诵会。

为回顾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讴歌小康建设的伟大成就，
江苏作协发起“大道之行——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全国征稿
活动，鼓励诗人用手中的纸笔记录时代的悲欢。活动共征集诗
歌稿件千余首，从中精选了9首诗歌在诗会上朗诵——《春光
正好》演绎的是高铁速度，也是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扶贫队
员之歌》娓娓讲述自己的初心与寄望；《富矿》是奋斗者的精神
图谱；《老宅行》是一个老人告别老宅、走向未来的临别絮语；
《金蝉》《擦亮眼睛的两个字》《说好的》饱含着诗人对生活过、
奋斗过的土地的深切情感；《笑容》《在金色里感受幸福》洋溢
着苦尽甘来的丰收喜悦。这些诗歌，凝视生活与时代的目光是
真诚而热烈的，它们勾勒了悠长历史的轮廓，记录着迈向小康
的步伐，是生活着、奋斗着的人的心声和呼喊。而这正契合了
扬子江诗会孜孜以求的目标：关注时代发展变化，介入诗歌创
作现场，以诗的语言抵达时代的精神深处。

（周 韫 俞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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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和旧诗一度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胡适初倡
文学革命，先给旧文学按上“三大病”：无病呻吟、摹仿
古人、言之无物。后来又加上五条：不讲文法、陈言滥
调、以典代言、迷信对仗、膜拜死文字。旧诗阵营则指
责胡适“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梅光迪语）。但从实
际创作来衡量，则新诗人、新诗和旧诗的关系要复杂
得多。胡适的《尝试集》并没有完全洗脱旧诗的影响，
而且五四一代白话诗人很快都做起了旧诗。到新月派
提倡格律，旧诗的词藻、意境、趣味在新诗中都有复活
的趋势，而到卞之琳、林庚就突然来了“一份晚唐的美
丽”（废名语）。其后，何其芳、朱英诞、吴兴华等一批诗
人的新诗写作，都与旧诗有很深纠葛。朦胧诗人中，舒
婷的词汇和诗境也与旧诗深有渊源。1980年代中期，
寻根文学兴起，江河、杨炼更直接从旧典中寻找题材、
主题。昌耀则善于化用文言词汇、旧诗意境熔铸新意。
稍后兴起的第三代诗人倾心于现代、后现代的文学进
化说，主张破坏，拒斥传统，但他们中最受欢迎的诗人
张枣，在词汇、感觉和趣味上却深受旧诗浸染，陈东东
的词汇表中也有不少旧诗成分。新世纪以来，柏桦、翟
永明、杨键、陈先发、朱朱、宋琳、周瓒、茱萸等一批诗
人的写作，与传统多有勾连，他们或吸收旧诗词汇，或
翻新旧诗意境，或从传统文学、历史、典籍取材，再一
次让新诗和旧诗的关系呈现复杂的面相。

以上矛盾的事实中涉及传统的历史性、永恒性和
当代性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在新诗草创时期，白话
诗的提倡者关心“新”诗，一心要把旧诗送进历史的博
物馆。这个时候，没有人注意传统还有它的普遍性，更

别说它的当代性。到初期象征派，新“诗”逐渐成为诗
人关心的中心，那些让诗成为诗的普遍的、永恒的东
西，开始吸引诗人的注意力。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的
是李金发，他说：“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
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
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
或即调和之意。”（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这是基于诗
的普遍性，而试图调和中外。新月诗人同样基于诗的
普遍性，而更关心融合古今。饶孟侃说：“诗根本没有
新旧的分别，如其有分别，也只能勉强说是因为文字
不同的关系，诗只有中外的分别。”（饶孟侃《再论新诗
的音节》）梁实秋也说：“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
辨。”（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废名则一反李金发和新月诸人的调和论，强调新
诗与旧诗性质上的分别。废名在1934年11月发表于
《人间世》第15期的《新诗问答》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
有名的观点：“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
的”，新诗“内容是诗，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废名的这
个说法，实际上已经涉及诗的当代性的问题。废名要求
新诗所表现的这个内容是“用文来写出当下便已完全
的一首诗”，而它必须是诗人当下的“实感”。与此相关，
废名又有所谓古风的说法。废名批评沈尹默的《月》说，

“比起旧诗来，这首诗好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然而，其
高处，其非同时那些新诗所可及处，便在这个新诗有
朝气，因此也便是新诗的古风了”。废名所谓的“古”也
就是“新”，是与诗的源头或曰诗的永恒性相接，同时
也是传统本身的“当代性”。

在新世纪那些与中国文学传统发生瓜葛的诗人
中，当代性同样是一个严厉的界限。存在两种对待历
史的态度。一种是虔敬于过去的态度，一种是虔敬于
当下的态度。这种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实际上也是两
种对待生命的态度。朱朱的《清河县》取材于《金瓶
梅》，但其处理的经验完全是当代的，其感觉也是当代
的，为了突出这种当代性，诗人的语言采用的是当代
口语，而且有意让当代的技术语言入侵这一古典题
材。周瓒则有意在旧题材中提炼当代主题，语境的当
代化倾向同样昭然。她笔下的哪吒完全活在当下（周
瓒《哪吒的另一重生活》），精卫实际上表现了当代人
的生死之痛和虚无经验（周瓒《精卫》）。陈先发大量旧
题翻新的诗作同样体现了高度的当代性。他重写梁祝
故事，如此借题发挥：“他哗地一下脱掉了蘸墨的青
袍/脱掉了一层皮/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卷的长亭和短
亭”（陈先发《前世》）。这种处理方式和张枣在《梁山伯
与祝英台》中那种对前朝往事、古典经验的唯美沉醉
已经拉开了很大距离。

臧棣在《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中，曾经从现代性
的角度对新诗和古典诗的关系给予有力的阐述。他认
为：“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
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他认为新诗和古典诗之间
确实存在某种断裂，但是并不意味着新诗和古典诗关
系的终止，“恰恰相反，由现代性所显示出的可能性，
旧诗和新诗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旧诗和外国现代诗
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更密切、更富于戏剧性”。

有关“现代性”的研究和争论由来已久，相关的文章、专
著已然汗牛充栋。其中的一些洞见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
示，前提是同样不要忘记把它们放进现象学意义上的括
号。比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这句断语：“现代性反叛传
统的标准化机制。现代性依靠的是反叛所有标准的东西的
经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判断，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应被视为辨识和认知现代性的出发点。不
过，相比之下，墨西哥诗人、思想家奥·帕斯的如下观点似乎
更值得关注：“现代性，以批判为基础，自然分泌出对自身
的批判。诗歌是这种批判最有力、最生动的表现之一。”这
里帕斯不仅从逻辑上揭示了两种现代性，即社会文化现代
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分野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从根本上
点破了诗歌现代性的本质。据此可以认为，现代诗存在的
理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执行现代性自我批判的使命。

作为长期关注现代性问题的诗歌工作者，我愿借此再
次向伟大的帕斯致敬。我曾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从他有
限的论述中获得的教益，比另一些大部头的著作加起来还
要多。而说得更恳切，并随着一个人的阅历渐深而越益显
示出其澄明的真理性的，是他的另一段“夫子自道”：“在寻
求现代性的漫长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
我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它是今
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
了千年，但又是刚刚诞生。”“真理性”也意味着普适性；而普
适性，在这里首先意味着某种共通的隐痛。对现代性的追
寻伴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它深刻改变了人们心目中
的世界图像，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们感受、认知事物的思
维和表达方式；带来了众多变化和生长，但也带来了更多
的冲突、迷乱和令人尴尬的困境。困难不在于是将现代
性视为一份“来自西方的礼物”抑或挑战，而在于如何将
所有这些连皮带骨地消化掉。由此，在我看来只有像帕
斯所说的那样，“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
们内部”，才算真正勘破了“现代性”的秘密。这一发现不
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社会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同
构异质”的辩证关系，而且直接打破乃至取消了这一问题
上包括“原生”和“次生”在内的诸多二元对立，使种种因

“心智殖民”而导致的矮人一头，唯恐“落后”的疑惧和焦虑再无容身之地；更重要
的，是在现代性“变之潮流”持续加速度的情势下，基于诗所独有的时空观，再次申
明诗之所以作为诗、成为诗的不变自性。

当然，“原地”在这里所指陈的，远不止是某一人文地理坐标。说“回到原地”，
首先就是说回到诗寻求创造的本性，回到母语诗歌和每一个诗人所面临的特定

“问题情境”，回到构成这一情境的种种矛盾冲突，并在内外博弈和自我生成中坚
持发出诗无可替代的声音。那是回荡在变革和信守之间的“另一个声音”，是激情
与幻觉的声音，是打通记忆和遗忘，使曾经、正在和即将到来的，看得见和看不见
的世界结为一体的声音，是既属于古代又属于当下即刻，无所谓日期的声音。就
此而言，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从根本上，而不只是局限于特定题材、思想或意绪的
反现代的声音，因为“它们不仅比历史变化更古老而且后者无法渗透”。同样就此
而言，“反现代”不仅从来就是诗之“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正是它的本义。

过去三年中我们一直在纪念新诗100周年。这与其说是一种因界定日期的标
尺不同而导致的混乱，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一场不得不超出常规、一再延宕的内心
仪式。回顾新诗百年的历程，反思中国“问题情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会有一种乘
过山车式的晕眩感。这种晕眩感既来自急速切换的历史变化，也来自过于复杂且
落差巨大，最终悲/喜剧混合不分的心情转换。五四以来的几代诗人都置身其各自
不同的“问题情境”并试图做出各自的应对，其中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
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后来者作为遗产简单地继承或抛弃。时至今日我们应能看
得足够清楚：新诗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更多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
题；不是一个新诗如何接受和消化西方种种现代思潮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诗歌
写作如何据其创造的本性，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博弈及其造成的常变常新的历史
语境中，包括其致命的悖谬中，不断“成为现代”并发现自身的问题。在此上下文
中不妨说它既是诗人们头顶的星空，也是他内心的道德律，它不倦地以自我批
判、自我否定的方式启示我们紧紧抓住并全力拓展那些鲜活的原发经验和动机，
那些瞬间呈现的真实和正义。它的教导和规训始终如一，那就是：专注于生命个
体的自由创造，专注于母语诗歌敞向可能性的自我生成，而永恒的现代性自在其
中。

现代性作为当代诗歌复兴的问题情境，其自我生成的意涵较之此前远为复
杂。这种复杂性既对称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性矛盾冲突及其加速度的
演变，又对称于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语境中外来影响的时空错位，包括翻译在其中
所起的作用，还对称于我们基于新的多元格局对新诗历程，包括其与古典传统关
系的反思。所有这些作为当代诗歌的图像和声音之源，其在彼此投射、牴牾或呼
应中形成的叠映和交响，本身就具有“异质混成”的性质。由此，我们更应该着力
探讨的，或许是更能反映当代汉语诗歌特质的某种“复合的现代性”。

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语境中，新媒体和新技术往
往指向互联网媒介，它不仅在传播层面加速了文本
的传递，而且还在哲学层面重塑了诗人与信息的关
系。普泛化的媒介平台和影音兼备的自媒体传播方
式，使写作者与多媒体信息互相嵌入交错，作者与读
者之间的交互性趋向立体，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逐渐
融合。同时，新媒体时代和新娱乐时代分别在文学的
观念与文学的接受层面上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
本质，媒介技术视域中的声、光、文三类异质性数据
信息相互通约，打破了彼此之间的不可译性。面对技
术化生存这一时代背景，诗歌也以其自身的特性寻找
与新媒介的结合点，且至少在四个向度上有所体现：

一是以网络文学为先导，在诗歌领域则是以网
络诗歌为关键词，形成网络诗歌的写作与传播热潮。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日趋完善，一系列依赖于线上生存
的自媒体作者乃至诗群大量涌现，艺术活力在云端
得以释放。二是诗歌与其他媒介的实验性整合，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它自身的文体压力。一些诗人利用多媒
体的形式将动画、音乐甚至JAVA程式汇入诗歌，建
立起兼容语言、图像和声音的多重结构，演绎超文本
性的视听品质。三是人工智能诗歌写作，一方面让人
体验到工具理性与自动化技术结合产生的威力，另一
方面也触发人们反思诗歌的媒介化生产导致的诸多
问题。四是诗歌营销风气日盛，以跨界营销的方式将
诗歌推入时尚风潮，提高了诗歌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如同15世纪印刷技术问世对于西方小说普及产
生的巨大影响，每一次传播媒介的技术革新都带来
了文学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有趣的是，印刷媒介
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的诗、乐、舞一体的艺术格局，而
今天以“互联网加”为核心的新媒介却重新统合起各

种艺术形式。“云端”的诗歌写作改变了纸媒的传播
方式，此外，它也对诗歌的主题模式、情感向度、诗义
结构、审美形态等产生了显著影响。新媒体诗歌不仅
属于技术美学的产物，还催生出一场诗歌符号文化
的革命，而“超文本性”则是这些“赛博文本”的核心
属性。在纸媒时代，诗人进行创作时无论是采取字意
识、词意识还是句意识，其缘起点均未超出“字符”思
维的范畴，而在新媒体时代，以简隽和含蓄著称的诗
歌文体如果想要涵容更多的“此在”经验，就需要诗
人有意识地将“意象”与“图像”贯通一体，在“字符”
思维的基础上去探求符合新媒体时代特性的意象建
构方式，为读者提供“通感”阅读的可能。当诗歌的审
美内蕴（含蓄、朦胧、歧义）与网络的技术特征（跨界
性和未完成性）相互贯通的时候，新媒体诗歌的审美
内质便脱颖而出。

不过，负向效应也不应忽视，在三个方面需要警
惕：一是“唯技术论”。一些写作者沉迷于无节制的技
术狂欢，过度使用影音媒介，使读者空有一次性的阅
读快感，却很难建构起文学性的美感。图像和声音在
为诗歌拓展感觉效果的同时，它对文字书写的淡化
和文学观念的泛化，很可能会抽空诗歌审美的基础，
从而遮蔽本属于诗的语义思维特质。因此，如何有效
整合跨界经验与诗歌语言的复杂关系，让新媒体诗
不游离于“诗”的属性，恐怕将是它需要面对的实际
问题。二是“虚假及物”。在娱乐文化的浪潮中，部分
诗人秉持一种通俗实用的、迎合感性现代性的审美
倾向，将大众文化对“物”的关注作为审美基点，强调
个体的感官经验和欲望的合理性，从见证者和体验
者的双重层面抒写生活现实，这正应和了流行文化
即时性、消费化、符号化的特点。然而，新媒体诗歌众

声喧哗的表象背后，依然可以看到“剪贴文化”“快餐
文化”造就的大量廉价复制的粗糙文本，媒介现实对
生存实际的再现并未使人感受到写作的难度和灵魂
的深度，诗歌文本在媒介面前变得过于透明，其专属
自身的抽象性与哲思感则日渐式微。三是“新媒介的
话语权力”问题。媒介经济对诗歌命名、诗歌事件的
操控策略，往往在于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所牵涉
出的轰动效应往往会使人们只关注事件而忽视文
本，真正属于诗的内质则隐匿在现象背后，逐渐丧失
了与人类痛感经验的联系。以上诸多问题的产生，均
源于诗歌的准入门槛越来越低，而写作伦理不断下移
的趋势，自然会降低诗歌应有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水
准，进而导致大量缺乏耐性的诗人和伪诗的出现。客
观而言，新媒介文化并没有为诗歌带来明显的整体性
艺术提升（在诗语、诗形、诗质中尤以诗质为甚），更未
确立它自身的历史感，这或许才是热闹下的真实。

美国学者迈克·查萨尔在《无束缚的诗歌》一书
中曾说，诗歌具有在媒体形式中寻找新的受众和意
义的能力，它可以借助新媒体建构自身的文化意义。
在他看来，新的媒介形式不仅没有偷走诗歌的读者
群，而且给予人们更多体验诗歌的方式。虽然他谈到
的是美国新媒体诗歌的发展前景，但也给了我们一
种比较文化视野上的参照，使我们了解到跨媒介技
术与诗歌的联姻，既是注重诗、书、画一体的中华古
典文化传统，也是当前国际诗歌的普遍性经验。诗歌
的敌人不是新媒体，而是诗人自己，面对技术的白
昼，是被动等待诗歌黑夜的到来，还是努力在技术化
语境中建立一种人文主义的诗语氛围，完成新媒体
时代诗歌精神的进阶之路，是终结还是蝶化，这是时
代留给诗人的命题。

传统的投影及其当代化
□西 渡

在云端与大地之间：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生态
□卢 桢


